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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说中的香港文化 

———从“香港是文化沙漠”谈起

张　颖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８１００００）

［摘　要］“香港乃文化沙漠”一直是外界对于香港的定位，此种言论与香港文化的边缘性不无关系。但在香港文化边缘化
的背后，仍旧保留着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并结合西方文化构筑成香港独特的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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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外界习惯于将香港界定为世界经济
贸易中心，即便中央政府也一直认可其在经济上所

具有的这种无可质疑的地位，可是，却很少有人认

可其文化价值。本文中，笔者从“香港乃文化沙漠”

的言论谈起，通过层层揭开香港文化的薄纱来管窥

香港文化之特色。

　　一　香港是文化沙漠吗

在中国大陆，如果要谈文化沙漠，“广东”这一

字眼会首先跳出来，很大程度上，这跟广东快速的

经济发展与其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所产生的矛盾

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谈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文化，

众人又会将矛头指向香港。可是事实上，香港真如

大家所言乃文化沙漠之地吗？鲁迅早就否定了此

种说法。文化的代言无非是从其深厚的文化哲学

与文学思潮的温床或是其显性的表象中寻求答案。

笔者认为，香港两者均有。

（一）文化哲学与文学思潮的温床

文化的核心应是一个文化哲学与思想哲学并

行发展的过程。如果要论在香港的中国思想文化

研究工作中最显著的成果，莫如新儒家精神的确立

及其发展，香港便是新儒学发祥成长之地。现代新

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新儒学是以梁

漱溟、熊十力等人的“开天辟地”，第二代是融合中

西方观念的冯友兰、贺麟等人的“返本开新”，第三

代则是以香港新亚研究所徐复观、方东美、杜维明

等人在回应了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困境

等问题后对儒学的“力挽狂澜”。而这三代儒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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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除第一代在大陆成长，其余两代均是在香港

完成伟业。换言之，香港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亦

是新一代儒学基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港在为

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外学者们，保留了一个与世界哲

学平等对话的哲学群落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仅凭

这点，香港可以说是其他地方无法比肩的中国哲学

思想基地。

同时，香港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对文化沙漠称

号的最好抗议。香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非常重要，我们熟知的诸多大家与香港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不少内地作家接触香港文学是从金庸、

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开始的，对于他们的崇拜

和景仰表现在：透过他们的作品中来寻找自我的定

位和追求。除却一部分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土作家

群落外，亦有一群先后乔迁香港，感染香港这份独

特气质的外来作家。例如，或客居香港如张爱玲，

或定居香港如许地山，或路过香港如鲁迅。抗日与

国共内战时期，大批内地作家南下，“南来作家两度

主导了香港的文坛，带动了本地作家创作水平的提

高，对此 ‘应当肯定它对香港文学发展的意

义’”。［１］抗日战争时期，张爱玲、蔡元培、许地山、

戴望舒、萧红５位当代文学家就曾经客居在香港岛
南区。这时期张爱玲的《天才梦》、萧红的《呼兰河

传》、戴望舒的众多诗作均是在香港完成。此外，这

个时期创办了大量文艺报刊，例如廖承志等人创办

的《华商报》，南来文艺青年创办的《文艺青年》，戴

望舒等人创办的《耕耘》杂志等，这些刊物在促进香

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

香港本土文学的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每个时

代的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发掘着这个大社会、小

香港矛盾错综、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儒学到文学，

从物质到精神，从科学到艺术，这些本就是香港社

会中共存共融的一对对姊妹花。

（二）显性文化的表征

１．开放包容之香港大学。众所皆知，香港拥
有世界排名前２００强的大学。据英国《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副刊》发布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世界大学排行榜：
在世界２００强学府中香港占有４席，分别是香港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也成为世界上顶尖大学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

香港大学位列第３４名。大学体现的最重要特征是

制度和精神。蔡元培先生曾用“兼容并包，思想自

由”来表达他的学术理念，而这落实到制度上就是

“学术独立”。香港的大学正是具备如此的理念。

２．亦俗亦雅之香港电影。从１８９７年香港初创
电影开始，它经历了一个由萌发时期、黄金时期、过

渡转型再到繁荣并风格固定化的阶段。１８９７—
１９４５年间，香港电影保留着中原主体文化的本色，
既有教化电影亦有言情喜剧片，风格多样是其特

点；１９４６—１９５５年间，国共两党战后意识形态上的
对垒亦影响了香港电影，影片表现的均是对于中国

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评价；１９５６—１９７９年间，香港文
化转变为以传统中原文化、西方文化与岭南文化交

融的复合体，在本土性、娱乐性、商业性的交融中，

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时代；

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间，荣升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经
济飞速发展，文化本土性更为凸显；１９９４年至今，香
港电影风格开始定型，由于与内地电影的合作众

多，在电影表现商业化的同时，自觉加重了关于传

统道德、家国情怀的价值表征。可以说，香港电影

是在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历史、

文化和权力的“嬉戏”与此消彼长中发展的。［２］

　　二　历史叙说中的香港文化缺失境遇分析与
香港文化价值论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
曾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

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３］虽然马克思是

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这一观点，但此种表述亦在时

时警醒我们：学会诉说，学会叙述，学会建构，对于

一个群体是何等的重要。用东方的思维来叙说香

港被边缘化的历史，用本土的意识来建构香港文化

中的核心价值，均在香港的电影和文学中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一）香港文化的边缘性

香港文化无疑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即相对于

中国和英国独立的历史叙事而言，香港往往被遗忘

在了边边角角。所以香港为何会有文化缺失的境

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近百年来的被边缘化不

无关系。因为被边缘化，故香港的文化被遗忘；因

为杂糅，故香港的文化价值就变得模糊与凸显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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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曾经将香港描绘成一座“浮城”，浮城乃无

根的城市。的确，回归前的香港政府公务员办公室

不可能有中国国旗的影子。在过去被英国侵占和

管治的岁月里，香港人的中华文化之根被遮掩或者

冲淡了。电影《浮城大亨》就是叙说在香港殖民地

这一社会中，洋杂人如何从一个小小的
.

家人走上

岸到入主香港主流社会的故事。香港本是中国的

一个小渔村，渔村中的人一直恪守着渔民本分、任

劳任怨的传统，做好本分是
.

家人的轮回生活。然

而，殖民者的大枪大炮冲开了这座小城门，开放后

的城门中并杂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面孔。在

这样的环境中，勤恳认真的
.

家人逐渐走出渔船，

走向帝国。大众媒介往往是诠释历史、呼唤历史记

忆的最好工具。这部电影其实就是
.

家人、香港洋

人以及香港近半个世纪以来沉浮动荡的历史。历

史境遇中的香港在被迫打开城门的瞬间，有如被人

从母亲怀中抢夺下来的嚎啕大哭的小孩，既有失去

祖国怀抱的迷茫感，又有在新环境生活的不适应

感。《浮城大亨》中的洋杂便是如此。尽管洋杂很

努力地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融入英国上流，

可是在签证的身份上与老板的话语中，“我是谁”的

困惑溢于言表。即便洋杂在英国的圈子再出众，但

仍旧摆脱不了他中国人、香港人、
.

家人的原始身

份。影片执着于对身世、身份的追寻，映衬出同时

代那个被割让出去又回归怀抱的岛屿，他在夹缝中

生存着。“浮城”两字一面比喻以船为家的
.

家人

一辈子坚守的渔船，晃来荡去地有如无根的浮萍；

另一面也隐射出香港就是这一艘艘渔船连接起来

的社会，渔船无根漂浮就好像香港没有根系，找不

到认同一样。影片最终也是在寻根。当最后年迈

的母亲在给孙女梳头时，教给大家的歌谣寄托了
.

家人的生活理想，或许这才更应该被看作是
.

家文

化的核心，也是
.

家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最终根基。

在文化的杂糅与边缘中，香港人一直追寻着自己的

文化认同，坚守着自我的信念，而这样的认同才是

他们情之所系、根之所托之处。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擅于从女性的视角捕捉港

人的边缘身份，她敏锐地感受到了香港边缘身份的

尴尬感，所以在她的小说中常常会强调：她的人物

是边缘人，是被中心抛弃的“废子”。如《霸王别

姬》《生死桥》《胭脂扣》里，打动人心的角色是戏

子、妓女，“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

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４］边缘身份在《青

蛇》的主人公小青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异类，

她不被人类所容；作为女性，她被男权视野下的道

德所唾弃；作为妹妹，她又被同类的姐姐所妒忌猜

疑。作者将小青放在人物极尽矛盾艰难的困境中，

让她在同类攀比、异类争斗中生存，而这样的生存

境遇与港人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

境遇是契合的。在《霸王别姬》中，作者刻画的程蝶

衣亦是这样的文化诉说者。程蝶衣在生活与舞台

上，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他是

谁———男人把他当做女人，女人把他当做男人。［４］

这些模糊身份与香港文化的边缘性不谋而合。

（二）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香港文化之本土化

叙说

１．中华文化的传统积淀。如果说自由民主的
法制体系是香港文化现代精神的外衣，那么勤劳坚

忍、自强不息的传统的民族精神则是其内涵。毋容

置疑，香港文化仍是中华文化流变中的缩影，香港

文化中仍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痕迹，开埠后的香港文

化便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发的。纵观整

个香港文化的演变，它与中华文化的交流其实并未

中断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香港

文化的开启，再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以徐复观
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人文学会”等传道授业解惑之所，成为２０世纪５０
至６０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
即使是在这个东西方全面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政

府“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也使香港文

化保持着与中国主体文化千丝万缕的实质性

关联。［５］

香港人崇尚的勤劳坚忍的生活态度和刻苦创

业的工作精神，都与传统文化倡导的精神理念极尽

吻合。港人一般都信教，但是教派中仍以信仰佛教

和道教者居多。港人的祖辈大都是来自中国珠江

三角洲的居民，尽管西方文化对其有着猛烈的冲

击，但是他们依然不改对于传统教派的信仰，吃斋

念佛，抽签解签。除此之外，港人还对传统的“周易

八卦”有着浓厚的兴趣，将其运用在房屋风水、占卜

择日等风俗上。每年，香港人都会有自己欢庆的华

人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中秋、重阳、端午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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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春节是最为热闹的，吃年夜饭、逛花市、探亲访

友都是春节必做的事情。香港的官方语言仍以国

语（广东话）为主，华人高居９８％以上的比例。除
了这些显性的文化特征外，骨子里的香港人仍有着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结和认同。除了对祖国改

革开放的自豪感以及在水灾地震中踊跃捐资的民

族热情外，从香港电影中一贯喜好的以英雄主义和

小人物为两个对立面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文化价

值观中，亦可窥一斑。英雄主义的诠释以黄飞鸿为

代表的一系列武侠电影最为凸显，除了陈可辛所言

“武侠片有着极大的海外市场”之缘由外，香港导演

爱拍武侠片与其有着浓厚的英雄民族主义的情怀

不无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徐克所导演的黄飞鸿系
列曾风靡全球，蜚声海外。影片着力刻画的是社会

动荡年代的黄飞鸿形象。历史一再证明，在国破人

亡、礼崩乐坏之时，国家民族主义的彰显是最为强

烈的。事实上，黄飞鸿系列正是刻画这一困境时期

中的先进中国人，为救赎天下苍生而甘愿牺牲自我

的悲壮情怀。黄飞鸿、霍元甲等系列武侠片正是这

种香港社会集体心态的隐形传达。从这一系列侠

义英雄主义的人物刻画中，他们渗透出的文化已不

仅仅是一种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代名词，更多的

是对于一种为国为民、大义精神之民族情结的

倡导。

小人物形象也是香港电影中很喜欢诠释的角

色。小人物尽管都会拥有自卑低下，为现实所困的

身份特征，但是电影诠释的核心点却是突出其自立

自强的精神内涵。如周星驰笔下的小人物。从《逃

学威龙》《喜剧之王》到《长江七号》，表达的均是小

人物在人生困境、实现人生目标中需要的勤奋坚忍

的精神。香港人就像周氏的“小强精神”一样打不

死，虽然位居夹缝，但是在努力中寻求精神支点。

而这种精神支点便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自强不

息。在这些历史叙说的场景中，通过对传统优秀文

化的传承，我们不难看到香港文化与大陆文化仍是

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一面。

２．中西合璧的香港本土意识。《南京条约》的
签署让香港文化被迫离开母体而独自成长。从此

时起，香港文化就如离开母体的孩子一般需要背负

着“漂泊”的命运与无从归依的伤感。而港英政府

的自由港政策及文化殖民措施──通过培养上层

精英来获取政治支持、通过英文教育达到文化同化

的目的，以及大量域外移民的涌入，又使得香港文

化杂生而加剧了其“断根”文化的失范性。港英政

府对香港居民灌输殖民主义文化是无孔不入的，譬

如殖民色彩浓厚的街道命名便是其最好例证。如：

维多利亚港的维多利亚是用当时英国女王姓氏来

命名；爹核士街、宝灵顿道、罗便臣道、德辅道等则

是用历届港督姓名来命名。甚至一些英国商人也

在“遮打道、怡和街、启德道”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随着国际资本的渗透，美国、日本等强国文化也在

香港扎根。在强势优越的殖民文化笼罩下，为了生

存，或是被迫或是吸引，香港成了一片孕育西方文

明个人主义、法治精神的土壤。然而母体文化的示

范启迪仍是其寻找自我独立个体的出发点。于是，

香港试图寻求一条从边缘冲突的困扰中冲出来转

而倾注边缘和谐之路，即在观念多元的兼容整合中

寻找出一条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本土化之路。二战

以后的香港本土作家们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尝试，他

们试图在文化自觉中从“本土意识”的角度对香港

历史进行全面叙说。而其中以西西的作品甚为

突出。

曾经有人问梁文道：“香港还有文学吗？还有

了不起的文学家吗？”他说：“有，那就是西西，而

《我城》便是她的代表作。”西西创作的众多小说都

以香港的本土叙说为其审美对象。在她的主要代

表作《飞毡》《我城》《浮城志异》中，作者或用童话

或用幻想的手法来描述香港这座城市的都市风貌、

人情世态，叙写香港的百年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

作者对香港城市命运的关注及其浓浓的爱意。本

质上，这就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本土意识的体现。在

《浮城志异》中，“城市”是这篇小说唯一的主角。

香港这座如“悬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

沉，微风掠过，它只略略晃摆晃摆，就一动也不动

了。”这悬在半空中的浮城如同香港人悬浮于国家

历史间无根状态一样。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这样

无依无靠的境遇中，这便要求人类寻求一个合适的

感情寄托点。所以在《我城》中，香港成了“我的

城”“我们的城”，“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

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种种描述都表达

了作者对于自己所居城市的一种由衷热爱，也体现

了西西的香港情结、本土意识。在她所有的关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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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书写的小说中都充分洋溢着对香港这个城市浓

浓的祈福主题，以及对香港这座城市深深热爱的情

怀，即我爱我城的情怀。［６］梁文道认为西西对于香

港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如果香港文学后来终于发

展出它的城市性格，或者成为开始关注自己城市的

文学，西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西的小说有强烈的“香港意识”，因为以前一些作

家写香港，并不是把香港当成主要的环境，而是仅

仅把香港当成一个藩篱，甚至当做一个恶劣的对

照。但西西则是把香港当成家，当成一个她想要生

活下来的地方。

如果西西的文学代表着城与家的眷念的话，那

么近些年香港电影在突出娱乐、商业化的同时，开

始寻求一种建立于本土并超越于本土之上的更高

境遇，即从小家小城认同上升到大国大族的情怀认

同。正如香港作家在《近乡情却怯》一文所言：“香

港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

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火凤凰。”

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身份迷茫中对于家国的呼唤
不同的是，近些年的香港电影对于家国情怀的呼唤

是对于一种强大国体背后的深情厚意下的主动回

归。一定程度下，与祖国强大的经济诱导、文化交

流不无关系，当然也表现出同根同源文化中的两个

实体终归会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中契合的根本。所

以，近些年的香港电影在传统价值、家国情怀的主

流价值中，频频凸显本土化与民族关怀的身影。例

如，《十月围城》设置了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英租界的

香港这一背景下，讲述了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香

港的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有着强烈爱国心的

人们毫不犹豫地为之付出和牺牲的故事。影片倡

导的是一种可贵的爱国精神，更是一种人文和政治

理想的追求。同一种诉说方式的还有《叶问》。影

片中，叶问携家眷来到香港艰难度日，为了中国武

术的荣誉，叶问接受了西方人的挑衅，为民族大义

而战。这类香港电影突出对于国族历史认同的渲

染，表达了为大国舍小家的英雄大义。应该说，中

西合璧的香港本土意识从此刻起，已不仅将香港作

为唯我的家，在文化的碰撞交融中，香港寻求到了

一个更大的出口———大国的认同，这才是家国情怀

的根本所在。

历史叙说是建构文化价值观的有利手段，好的

历史叙说可以通过电影、文学、艺术等多样手段来

诠释。香港的电影、文学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方式，

在为我们层层揭开香港文化神秘面纱的时候，向世

人表征出香港人的大国小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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